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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文献回顾基础上，从价值网络结构特征出发，引入“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共享，探索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具体路径。利用328个有效样本数据对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网络密度这一结构特征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和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信息共享部分中介效应受调节变量资源获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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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formation shar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lue network structure, and explores the concrete path of value network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Using 328 effective sample data to test the regula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al feature of network dens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network structure,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network density and value network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while the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s affected by the resource acquisition of regulatory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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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进行转变[1]，分工模式的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在瀑布效应的作用下也逐渐将其锁定于价值网络的低端环节[2]。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修正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3]，加速推进全球价值网络新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开始尝试在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和组织重构过程中发挥作用[4]。价值网络新格局下的网络特征对后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甚至走到创新前沿有何影响[5]，是当前管理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中，学者关注了全球价值网络中后发企业成长问题，提出通过价值网络重构实现升级的路径 [6-7]。而对如何实现价值关系网络重构却仍存在研究空间。全球价值网络新格局下，后发企业由于所在网络的网络密度存在差异，其价值网络重构路径也会有所不同。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伴随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载体[8]，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企业间信息有效共享铺平了道路[9]。 
鉴于此，本研究从价值网络结构特征网络密度出发，引入“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共享，探索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以期为处于价值网络低端环节的我国后发企业实现结构跃迁和价值网络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假设

2.1.1 网络密度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网络密度是网络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所有可能存在联系数量的比率[10]，该比率越高，表示网络密度越大。网络密度描绘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的深度和广度。网络密度越大，说明网络中企业之间的联结程度越深，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价值网络中合作构建了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关系[11]。企业可通过网络拓展和价值提升其在所处价值网络中完成从网络下游到上游的结构跃迁，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即处于网络密度较高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借助于企业间密切联系和深度合作所创造的价值，可以重构价值网络。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正向影响。

2.1.2 网络密度与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指企业处理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其分销网络之间的无形信息，并通过构建有形网络在企业内部及其外部网络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交换[12]。在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网络结构的视角，网络节点之间的交流越紧密，信息扭曲的可能性越小，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信息流转效果越好，而且频繁的交流有利于伙伴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可以促进信息共享[13]。第二，从内部机制的视角，高密度的网络通常意味着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信息传递的有效规范和机制，这种规范与机制的构建为企业之间进行广泛、高效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14]。密度较高的网络能够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推动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网络成员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具有正向影响。
2.1.3 信息共享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Prajogo等[15]将信息共享水平分为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交流水平，信息技术是指为了有效管理和处理信息而采用的各类技术的总称，信息交流是对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共享的频率、数量和质量的衡量。张群洪等[16]提出信息技术的采用会增加节点企业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和合作关系深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关系治理的程度。而优化信息交流渠道，能够促进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实现，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有效合作[17]。高水平的信息共享可以加快企业间的信息流通速度和捕获效率，改善价值网络整体的运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间信息整合，提升网络结构层面的信息交流水平，提高信息传递的质量，确保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可用性。价值网络中信息共享水平越高，企业获取关键信息资源的速度和效率越高，后发企业可通过对关键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来创造价值，进行价值网络中的资源整合，进而实现企业的价值网络重构。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正向影响。
2.1.4 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

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离不开信息共享的参与。信息共享是指在特定交易过程或合作过程中，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18]。从组织的层次上，可以将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分为作业信息层、管理信息层和战略信息层3个层级[19]。嵌入较高网络密度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在管理层和战略层的信息共享作用下，能够更有效率地捕获所需关键信息，并据此提升企业核心能力，尝试突破“微笑曲线”低端锁定，加速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价值网络密度越大，信息共享发挥的效用水平越高，后发企业获取的所需关键资源效率越高，有利于推动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实现。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4b：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2.1.5  资源获取的调节作用
虽然信息共享可以影响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但由于信息共享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所获得的信息较冗杂，质量难以明确衡量，其作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企业能否从共享信息中获得所需的关键资源、实现可用性，即这些资源能否被企业获得并创造价值，得益于资源获取的作用。资源获取在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调节信息共享和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关系。概言之，在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反映价值网络基本特征，信息共享存在一定风险与机会成本，资源获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资源获取调节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网络密度、信息共享、资源获取和结构重构间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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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影响的概念模型

3  实证检验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全球价值网络特征出发，探讨网络密度对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对象为嵌入全球价值网络的后发企业，问卷发放选择的后发企业均来自制造业，且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
基于以上样本选择原则，本文实证研究采用向企业各层管理人员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问卷星平台共发出问卷432份，调查回收有效样本328份，有效回收率为75.93%。样本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企业性质
	频率/个
	百分比
	
	企业规模/人
	频率/个
	百分比

	国有企业
	65
	19.82%
	
	
	≤50
	13
	3.96%

	民营企业
	188
	57.32%
	
	
	51～200
	53
	16.16%

	外资企业
	65
	19.82%
	
	
	201～500
	92
	28.05%

	集体
	6
	1.83%
	
	
	501～1 000
	92
	28.05%

	其他
	4
	1.22%
	
	
	>1 000
	78
	23.78%

	受访者职务
	频率/人
	百分比
	
	
	受访者工作时间/年
	频率/人
	百分比

	基层管理者
	77
	23.48%
	
	
	< 1
	2


	0.61%

	中层管理者
	183
	55.79%
	
	
	1～<3
	31
	9.45%

	高层管理者
	68
	20.73%
	
	
	3～<5
	73
	22.26%

	
	
	
	
	
	5～<7
	107
	32.62%

	
	
	
	
	
	≥7
	115
	35.06%


注：N=328。
3.2  研究工具和信效度检验

（1）网络密度。本研究侧重探讨网络中企业之间关系的深度。在Kersi等[20]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设计网络密度的测度量表，用特许经营者之间的联系紧密性、互动频率、关系密切度、通信频率、讨论次数以及凝聚力测度网络密度。经检验Alpha 信度系数为0.743，KMO值为0.814。

（2）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水平包括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交流水平。结合Zhi等[21]学者对信息共享的已有研究，选用机会和风险告知、战略共享、竞争能力和技术改革信息对信息共享进行度量。经检验Alpha 信度系数为0.703，KMO值为0.742。

（3）资源获取。参照Xu等人[22]的研究，从先进技术、财政资源、管理专业知识、人力资本和关键信息的获取这5个维度度量资源获取。经检验 Alpha 信度系数为0.709，KMO值为0.764。

（4）结构重构。参照王海花等人[23]的研究，选取关键联系人确定、结构自主性以及知识链重构对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进行度量。经检验 Alpha 信度系数为0.769，KMO值为0.778。

由此可知，本研究涉及变量网络密度、信息共享、资源获取和结构重构所选量表符合信效度要求。 

4  研究结果
4.1 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以结构重构为因变量，以网络密度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运用层级回归进行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温忠麟等[24]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验证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将网络密度、信息共享和结构重构均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模型1将自变量网络密度引入回归模型；模型2检验自变量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的影响；模型3检验自变量网络密度与中介变量信息共享对因变量结构重构的影响。模型1至模型3分别分析自变量网络密度和中介变量信息共享对因变量结构重构的影响，3个回归模型整体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F1=26.128，P1<0.001；F2=40.330，P 2<0.001；F3=20.078，P 3<0.001）。如表2所示，模型1中自变量网络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253，P <0.001，表明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模型2中自变量网络密度对因变量信息共享的回归系数为0.285，P <0.001，表明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成立；模型3中信息共享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价值网络重构的回归系数为0.217，P <0.001，表明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成立，此外，自变量网络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91，P <0.00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是显著的，但回归系数有所下降（0.191<0.253)，说明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和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a成立。

表2  样本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网络密度
	0.253***
	0.285***
	0.191***

	信息共享
	
	
	0.217***

	R2
	0.074
	0.110
	0.11

	调整后R2
	0.071
	0.107
	0.104

	观察值
	328
	328
	328


注：***表示在0.001统计水平上显著。后同。

4.2  信息共享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以结构重构为因变量、网络密度为自变量、信息共享为中介变量、资源获取为调节变量，依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信息共享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25]。首先检验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再检验资源获取的调节效应。模型4首先进行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和资源获取的回归；在系数显著的前提下，模型5分析信息共享对网络密度和资源获取的回归；在系数显著的前提下，模型6分析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资源获取和信息共享的回归；模型7进而分析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资源获取、信息共享和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回归。如表3所示，模型6中信息共享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可以说明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显著；模型7中交互项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回归系数为0.227，P<0.05，是显著的。因此，检验结果为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通过调节变量资源获取发挥作用，即假设H5成立。

表3  样本信息共享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网络密度
	0.253***
	0.285***
	0.191***
	0.190***

	资源获取
	0.045
	0.019
	0.041
	0.032

	信息共享
	
	
	0.215***
	0.201***

	资源获取×信息共享
	
	
	
	0.227*

	R2
	0.077
	0.111
	0.113
	0.125

	调整后的R2
	0.072
	0.105
	0.104
	0.114

	观察值
	328
	328
	328
	328


注：*、**分别表示在0.05和0.01统计水平上显著。 

5  结论和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和设计变量测度量表，向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的后发企业发放电子问卷，共获得328份有效问卷，采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和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直接作用关系、调节作用关系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关系，得到网络密度对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影响的如下结论：
（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网络密度越大，企业间联系的频率和强度越高，可以加速网络内部信息和资源的转移与流动，促进网络中资源的调动、整合与管理，并有效地转化成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基础。即在高密度的价值网络中，后发企业通过信息共享可以捕获关键信息，加之资源获取的推动，后发企业可据此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2）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信息共享将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与先进知识衔接起来，有助于后发企业技术与产品创新，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即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传导机制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产生正向影响。
（3）资源获取调节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中介效应。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越高，后发企业得益于信息共享效果更容易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资源获取为信息共享基础上的价值网络结构变革提供了驱动力。即在资源获取和信息共享的共同作用下，后发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获取并充分利用价值网络中的资源，将其转化为核心能力，进而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5.2  结论讨论

（1）网络密度是影响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结构特征因素。较高水平的网络密度现实反映为价值网络紧密联结、深度合作的结构特征。紧密联结的价值网络为后发企业与价值网络中其他企业合作提供基础，有助于其提高联结质量、拓展联结深度，推动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实现价值再分配。即处于网络密度较高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拥有更多沟通合作契机，为其摆脱价值链被俘获的处境、掌握价值网络结构优化的主导权提供结构平台。在管理实践中，后发企业需关注所在价值网络的结构特征，可以通过拓展合作广度、增加联系频率等方式调整价值网络密度水平，从而获取市场信息、整合外部资源，提高自身能力，实现向高附加价值环节移动。 

（2）信息共享是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具体实现路径。在较高水平网络密度的价值网络中，有效的信息共享有助于后发企业更有效率地接触高质量的关键信息。在考虑结构特征的前提下，信息共享为后发企业走出瀑布效应、实现价值网络结构优化提供了具体路径。因此，在加强与所在价值网络中企业互动频率和联结深度的前提下，后发企业在向价值网络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过程中需以信息共享为导向。

（3）资源获取影响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最终效果。资源获取为后发企业将关键信息转化为核心能力，进而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提供了转化途径。较高密度的价值网络结构特征和信息共享的价值网络环境，意味着关键信息在价值网络中具有开放性，资源获取水平就决定了资源转化效果，也就影响着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成效。鉴于此，后发企业在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要加强自身资源获取能力的培养，才能充分利用所处网络结构特征和信息环境，整合价值网络的竞争性资源，提升核心能力，实现价值网络结构升级。
5.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除信息共享外，还有其他的变量可能在网络密度作用于结构重构过程发挥作用，如内部沟通、伙伴知识等，本文暂未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未来可考虑将这些变量纳入研究范畴。第二，网络密度与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影响作用，网络结构重构也会反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特征，有必要解析后发企业实现价值网络重构后的网络特征，从而全面认识价值网络结构演化过程。

参考文献：
[1]程惠芳,丁小义,翁杰.国际产品内分工模式对中国工业部门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7):58-70.

[2]王树祥,张明玉,郭琦.价值网络演变与企业网络结构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4(3):93-106.
[3]李玉梅,刘雪娇,杨立卓.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动因与影响机理：基于东部沿海10个城市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6(4):37-51.

[4]AZMEH S, NADVI K. Asian firms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value chain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2014,23:708-717.

[5]彭新敏,郑素丽,吴晓波,等.后发企业如何从追赶到前沿？：双元性学习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2):142-158.
[6]宗文.全球价值网络与中国企业成长[J].中国工业经济,2011(12):46-56.
[7]刘明宇,芮明杰.价值网络重构、分工演进与产业结构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2(5):148-160.
[8]张罡,王宗水,赵红.互联网+环境下营销模式创新: 价值网络重构视角[J].管理评论,2019,31(3):94-101.

[9]SANDEEP S, MANJUNATH K.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upstream inventory information sharing in supply chain networks[J].Applied Mathematical Modelling,2018,54(2):393-412.

[10]REAGANA R, MCEVILY B. Network structure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e effects of cohesion and range[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3,48(2):240-267.

[11]BRANDENBURGER A J, NALEBUFF B J. Coopetition[M].New York:Doubleday,1996.

[12]冯华,聂蕾,海峰.信息共享水平与供应链能力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基于社会控制的中介效应[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4):85-92.

[13]KATJA R. The strength of strong ties in the creation of innovation[J].     Research Policy,2011,40(4):588-604.

[14]CHUN-YAO TSE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network in Asia: evidence from comparis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mong six  countries[J].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2009,76(5):654-663.
[15]PRAJOGO D, OLHAGER J.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 effects of long-term relationship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haring, and logistics integra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12,135(1):514-522.

[16]张群洪,刘震宇,严静.信息技术采用对关系治理的影响:投入专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0,13(1):125-133.

[17]蔡淑琴,梁静.供应链协同与信息共享的关联研究[J].管理报,2007(2):157-162，179.
[18]简兆权,李敏,叶赛.企业间关系承诺与信息共享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网络能力的作用[J].软科学,2018,32(7):70-73，88.
[19]李随成,杨功庆.IT能力及信息共享对企业间研发合作的影响研究[J].科研管理,2008(4):55-63.

[20]KERSI D A, GARY L F. The severit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in interfirm channe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Marketing,2001,65(10):67-81.
[21]ZHI Y, HAI Z, EN X. Relative buyer-supplier relational strength and supplier's information sharing with the buyer[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78:303-313.

[22]XU J, HENG L, CARL F, FEIFEI J.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network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network approach[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8，87:46-57.

[23]王海花,谢富纪.企业外部知识网络能力的结构测量：基于结构洞理论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2(7):134-146.

[24]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36(5): 614-620.

[25]温忠麟,张雷,侯杰泰.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J].心理学报,2006，38(3): 448-452.
作者简介：魏旭光（1984－），女，河北承德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翟文志（1999－），女，河北衡水人，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李悦（1994－），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供应链管理；郭凌云（1988－），通信作者，女，山西临汾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商务管理。

网络密度
信息共享
结构重构
资源获取
H1
H2
H3
H4a,H4b
H5



